反恐怖需要新思维

刘跃进

虽然对有些（甚至许多）国家来说，恐怖主义特别是国际恐怖主义并不是其安全的主要威胁，甚至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威胁，但由于“美国就是国际”、“美国就是世界”这一令人无可奈何的现实，以美国为轴心的国际社会便一直跟着美国的眼球转动，把目光聚焦在恐怖和反恐上。在这一过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利用美国的反恐实现了自身某些长期难以实现的国家安全目标，但更多的则是美国在反恐中利用世界各国甚至世界性和地区性国际组织来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
在已经过去的2004年里，全世界无论发生了多少重大新闻事件，恐怖袭击和反恐作战都如同近两三年来一样是新闻镜头和百姓眼球的聚焦点之一。
根据新闻媒体的统计，可以把发生在2004年的比较重大的恐怖袭击事件按时间顺序罗列如下： 1月4日，菲律宾南部马京达瑙省帕朗镇发生一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22人死亡，70多人受伤。2月6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列地铁列车在运行中发生爆炸，造成近50人死亡，130多人受伤。3月2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和卡尔巴拉的两座什叶派穆斯林清真寺发生系列爆炸，造成271人死亡，约500人受伤；同日，巴基斯坦俾路支省首府奎达市发生恐怖袭击事件，造成44人死亡，150多人受伤；11日，西班牙首都马德里4列旅客列车连续发生爆炸，造成196人死亡，1500多人受伤，由于损失惨重，人们称其为3·11事件，同时也被称作“欧洲的9·11”。5月9日，俄罗斯车臣共和国首府格罗兹尼的狄纳莫体育场发生爆炸，造成7人死亡，53人受伤，车臣共和国总统艾哈迈德·卡德罗夫在这次恐怖袭击中丧生；29日，沙特阿拉伯东部城市胡拜尔外国石油公司和外国人聚居区遭到袭击，造成22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在沙特工作的外国人。6月10日，阿富汗北部省份昆都士中国援建阿富汗公路建设项目工地发生袭击事件，11名中国工人遇难，5名工人受伤；21日晚和22日凌晨，俄罗斯印古什共和国纳兹兰等城镇的护法机关遭武装分子袭击，造成90人死亡。8月24日，俄罗斯两架民航客机从莫斯科的多莫杰多沃机场起飞后，几乎同时在图拉州和罗斯托夫州坠毁，客机上的8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9月1日，俄罗斯南部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第一中学发生恐怖分子劫持1000多名参加开学典礼的学生、家长和教师的恶性事件，造成包括172名儿童在内的300多人死亡，700多人受伤；9日，位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市中心的澳大利亚驻印尼使馆门前发生一起自杀式炸弹爆炸事件，造成至少11人丧生，186人受伤。10月1日，巴基斯坦锡亚尔科特市的一座什叶派穆斯林清真寺发生自杀式炸弹爆炸事件，造成31人死亡，数十人受伤；7日，巴基斯坦中部城市木尔坦的一座逊尼派穆斯林清真寺前的广场发生两起爆炸事件，造成40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同日，埃及旅游胜地西奈半岛的塔巴希尔顿饭店和努维巴的两个度假村接连发生3起爆炸事件，造成34人死亡，100多人受伤。12月6日，美国驻沙特吉达领事馆遭到袭击，造成9人死亡，14人受伤；10日，巴基斯坦俾路支省首府奎达市发生爆炸事件，造成至少10人死亡，21人受伤。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到，虽然恐怖袭击如同人们一年前预料的那样在过去一年内依然不断，但针对美国的国际恐怖龚击减少，俄罗斯和其他地区的国内恐怖事件上升。从发展趋势看，恐怖主义在全球的战线已经被军力超强的美国和希望和平和国际社会压缩到越来越小和越来越暗淡的几个角落，很难在短期内再掀起9·11那样的滔天巨浪，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不可能因为几起恐怖袭击而从根本上改变。
因此，2005年的世界虽然不可能风平浪静，但恐怖主义也难以掀起飓风大浪，世界人民大概会在小风小浪中继续生活下去。恐怖主义甚至可能将不再是国际社会的中心议题。
但是，我们更可以确定的是，恐怖的爆炸不会在新的一年里销声，恐怖组织的活动也不可能在新的一年里匿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国民众依然是恐怖主义头目培植恐怖分子可资利用的土壤，甚至他们的恐怖主义情绪还会由于美国反恐过于依仗强力压服而逆反和蔓延滋长，只是迫于力量悬殊而不得不暂时隐匿起来。在遭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沉重打击后，恐怖头目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也可能在继续发动一些规模不等的爆炸袭击之外，积极寻求新的恐怖方法和手段，例如在条件成熟时，选择和利用化学恐怖、生物恐怖、信息恐怖甚至核恐怖来吸引民众的眼球，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的反恐行动将不得不继续下去。当然，与恐怖分子在不断寻求新手段一样，国际社会在反恐中也会回头反思和检讨，以便找出更好的“治恐”办法。在军事强力“治标”之外寻找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治本”之策，将会被更多学者和专家提及，政治决策者也将不得不对此给予更多关注，甚至开始采取更多的措施和行动。
客观来讲，恐怖主义的消长既与反恐作战的威力相关，同时也与反恐政策和策略的运用相关，与美国长期以来执行的强权政治外交及安全政策有关。
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的滋生、传播、泛滥，与包括生态环境恶化、国际暴力冲突等等世界性问题一样，共同的根源都是“东西南北”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在客观存在的“文明冲突”中，特别是在“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冲突中，处于强势的“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对“东方文明”“伊斯兰文明”，经常采取一种忽视、轻视、蔑视、鄙视、歧视的态度。从人性的角度说，任何人都是有自尊、自爱的，当另外的民族、另外的人对其宗教信仰、文化传统采取鄙视态度，对其人格不尊重时，必将伤害他，从而在心理埋下仇恨种子。当这种仇恨由于实力悬殊而无法用实力（军事手段）公开解决时，便可能选择恐怖手段，甚至选择包括“人体炸弹”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同归于尽”自杀性恐怖手段。事实上，在伊斯兰地区生长的恐怖主义，许多情况下正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伊斯兰文明的不了解、不理解、不宽容、不尊重造成的。如果说“文明冲突论”在描述事实的意义上可以成立的话，那么造成这种冲突的主要方面在西方的强势文明，而不是相反。2004年不断被媒体暴光的美军“虐囚”事件，就是美国大兵对伊斯兰民族尊严的严重冒犯，因而也将成为恐怖主义的优良培养剂。
南北问题即欠发达国家的经济贫困问题，也是滋生恐怖主义根源。在南北之间发展差距不断加大所造成的欠发达国家的贫困、绝望、挣扎、仇恨等社会现实中，发达国家并没有拿出真正的诚意来解决欠发达国家的贫穷落后问题。中国有名俗语，叫做“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如果一个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那么就难以要求他尊重包括自己生命在内的所有生命，就可能生出与富人同归于尽而有赚头的想法，就可能采取极端行动。
直至今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依然没有真正考虑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没有想法设法通过各种手段来解决“东西南北”问题，消除滋生恐怖主义的环境和土壤。特别是美国，自恃军力超强，打遍天下无对手，对认识滋生恐怖主义的这些深层原因没有足够的耐心，更没有解决这些深层问题的善心，一味片面地依赖自己的军事力量，妄图通过单方面的“先发制人”的打击和消极的被动防御来彻底解决问题；只注意到对现行恐怖分子在生物学意义上斩草除根，而没有在文化和经济方面采取更多措施，不甚重视在社会学意义上对恐怖主义斩草除根。人们已经看到，美国在运用超级军力重创恐怖主义的同时，也在通过诸如“虐囚”这样的事件制造着新的恐怖分子。
在新的一年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反恐中可能会更多地考虑军事手段之外的政治手段的运用，甚至可能更积极地选择经济和文化手段，但由于实力和惯性的作祟，文化和经济手段仍然不可能被美国放在与军事手段同样重要的位置上加以选择。
但是，如果着眼长远，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反恐就不能局限于“打恐”，而必须采取综合措施来“治恐”，即要用“综合治理”的办法来“化解”恐怖主义。
“打击恐怖主义”虽然必要，但“打击”手段可以说只是一种治标性的、应急性的手段，如果运用不当，不仅无助于消除恐怖主义的威胁，相反还可能催生出新的恐怖主义，扩大恐怖主义的威胁。美国在9·11事件后的某些过激反应，特别是没有通过联合国而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尤其是对战俘进行各种鄙视其文化传统的和非人道的虐待，都极可能使一些人对恐怖主义产生同情，甚至导致更多的人加入到恐怖主义的队伍中去，从而“培育”出新的恐怖主义。因此，从人性的高度，从滋生恐怖主义土壤的视角上，考虑采取多种方法和手段，对恐怖主义问题进行“综合治理”，应是比只采取“打击”更好的办法和手段。
“综合治理恐怖主义”，就是要在充分考虑和深入认识当代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的基础上，认真对待威胁“和平与发展”的“东西南北”问题，“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对“东方文明”“伊斯兰文明”给予足够的理解、宽容、尊重，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给予充分的同情、帮助、促进，通过平等的“文化交流”、“文明互补”以及“科技支持”、“经济援助”等方法和手段，来消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和环境；通过和平的“宣传”、“公关”、“感化”、“分化”、“瓦解”、“化解”等政治的和文化的手段来遏制恐怖主义的传播泛滥；当然也包括通过“打击”手段来应对现行的恐怖活动。这样，才能既治标，又治本。
此外，在认同和支持国际社会反恐的同时，我们需要防止某些国家把“恐怖”概念扩大化，把与反恐无关的军事行动“反恐化”，特别是要认清某些国家打着“反恐”旗号进行军事和政治扩张的伎俩，明确恐怖主义和反抗军事侵略的区别，划清“反恐”和军事扩张的界限，以此确立我国的反恐方针和策略，最大限度地实现我国国家利益，维护我国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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